
固守传统 学见渊源’
― 简评王继如教授《训话问学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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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如：《训诂问学丛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继如教授继一九九九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

论文集《敦煌问学丛稿》后，又于二零零一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学术论文集― 《训诂问学

丛稿》。坦率地说，从治学方法上看，该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并无大过人之处，当然我们这里

说的“人”指的是前人，确切地说，指的是乾嘉诸儒及其学术传人如章黄诸公所发明和确立的

小学矩镬。但正因为如此，该论文集却体现出了一些有异于时人著作的特色：简言之，就是

固守传统，学见渊源。

    从西汉第一部训话专著产生以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们在对经典著作进行不断的研

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汉语言的规律，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到了清乾嘉年

间，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更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可谓超汉轶唐，集前代之大成。

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有二：一是清代的语言学家善于吸收前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把它

们和自己的训诂实践相结合，进而总结上升为理论，然后再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自然攻

坚破滞，涣如冰释。比如段玉裁在《广雅疏证 ·序》中就提出：“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

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

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

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

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指出，汉字由形、音、义三者构成，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
研究小学必须树立明确的历史观，也就是时代性。而时代又是相对的；语言是思维的产物
（所谓有义而后有音），它先于文字产生（所谓有音而后有形）。所有这些论述即或从现在看

来也都符合西方语言学理论。正因为有这些理论做指导，在训诂实践时，段玉裁才表现得高
人一筹，如《说文》：“仅，材能也。”段《注》：“才，今俗用之‘携’字也。⋯⋯唐人文字，‘仅’多训
‘庶几’之‘几’，如杜诗‘山城仅百层’；韩文‘初守雎阳时，士卒仅万人’；又‘家累仅三十口，;

  · 本文属于作者2。。3年度省社科项目“近代汉语词汇研究”（自筹经费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绵阳师范学院
．科研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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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自古贤人才士，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元微之文‘封章谏草，繁委箱笥，仅逾百

轴’。此等皆李涪所谓‘以仅为近远’者，于多见少，于仅之本义未隔也。今人文字，皆训仅为

但”②第’45一’46页。在这里，段玉裁先说“仅”原来是什么意思，再说到了唐朝又有了什么意思，
最后说现在是什么意思，显示了“他有历史发展观点，并且重视后起的词义’，②第’45页。至于清

人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成绩能远过前人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是学风优良。像段玉裁和王念

孙两人的名作《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都有对方写的序，结果一个在序中夸奖对方的著

作是自许慎以来“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一个赞叹对方“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

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这不是师兄弟间的互相吹捧，而是对对方取得的学术成

就的由衷钦敬，是严肃的学术批评。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就缺乏这种实事求是、坦荡的精

神，其结果是直接造成目前学术界到处充斥着乡愿式学术批评。为什么好的不能说好，偏偏

要说它还有不足；坏的不能说坏，反而要说它也有可取之处呢？套用鲁迅的话说，这不是苛

求君子，宽纵小人，貌似公允，其实质是反替假冒伪劣张目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清朝正统派治学的特点归纳成十点：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

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

可以难一切传记。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

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则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

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

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

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

为不德。九、喜专治一经，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梁启

超归纳的这十条，虽然是在近一个世纪前说的，但我以为迄今仍是一切学人所应遵守的最基

本的原则，用现代术语来说，这些是最起码的学术规范（当然其中有几条我以为似是谈的治

学方法）。令人费解地是，现在有的人一谈到古代的、传统的，就马上和封建的、落后的、非科

学的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就好像一个

婴儿可以不经母体孕育，就能一空依傍地直接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全然忘了“文化之所以

进展，恒由后人承袭前人知识之遗产，继长增高。”③第9‘页其结果是造成我们现在的学者对传

统文化谈继承的少了，了解得也少了，个别学者甚至对传统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

笔抹杀，动辄掊击前人以自高〔“〕。此风不加以扭转，学术何谈发展？

    〔1〕我们在这里选用了王力先生所举的例子，不过，段玉裁的这段论述现在看来存在一些问题，可参张永言《语文
学论集 · 词语杂记》，167 页，语文出版社，1992 年版。

    〔2〕 比如有个叫葛红兵的博士在《中华文学选刊》200。年第 6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二十世纪文学致一份悼词》
的文章，用儇薄的态度、轻佻的文笔对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学者们进行了吹毛求疵般的批评。这种批评其实正如清人钱

大听在《廿二史考异 ·序》中所指斥的一样，是一种典型的“空疏措大”之风。“空疏措大”之风的表现是“以褒贬自任，强
作聪明，妄生痘惰，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而造成当前这种风气形成

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名心太炽。戴震《答郑用牧书》：“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
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二者不同，鄙陋之心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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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先生谓“读书人于天资、学力、家学、师承，四者不可缺一”〔’〕。本论文集作者的

外祖钟山泰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被时人称为“华东之大儒”，其读研究生期间所师从的导师

徐复先生、张舜徽先生，现在看来也都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代宗师。因此这本论文集虽然所收

录的文章涉及面较广，但大致不出通诂训、探语源、考俗字这三个方面：通话训类的文章，像

《说“辅车相依”和“颐指气使”》、《说“嘎岩”》、《释“摧藏”》等，皆辨析人微，这部分文章和作者

在进行敦煌俗字考释时的一些论断，真如黄侃先生称赞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一样“征引训

话，求其通假，不独合于古音，并求合于等韵’，④第265一266页，像文集所收录的对敦煌变文中“手

提三尺之剑，请托六尺之躯”①第2’，页、“损凡香气’，①第260页等处的校勘，绝非当今一般泛泛之辈

可为。更值得称道地是，在以声音贯串训诂时，文集作者并不一味墨守传统的声韵体系，而

是根据书面材料所记录的语言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像《伍子胥变文》“昼即途中寻

鬼路，蹑影藏形恒夜游”中的“蹑”，作者认为当读作“捌’，①第257页，但二字在《广韵》中，声母有
泥母与书母之别，就声而言，说两字通读，显然对《广韵争系统是有所突破的，不过考虑两字都
从“聂”得声，说他们通读应是有根据的冫《维摩碎金丫争知于是一场梦，未会人为四毒蛇，，中

的“于”作者认为应读做“伊”①第259页，更是完全突破了广韵韵母系统的束缚，什么时候遵守当

时的声韵体系，什么时候，根据语言实际，突破当时的声韵体系，避免陷入“宁信度，无自信”

的尴尬境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要有很高的音韵学素养；探语源类的文章，像《说
“慕”》①第203页、《“龙钟”董理》①第2”页等，具得徐复先生语源学研究方法之精髓，而《藤堂明保

＜汉字语源词典＞述评》一文①第284页，又显示了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广以及在试图引进国外语源

学研究成果，丰富完善自身理论方面所作出的尝试，由于评论者本身对语源学素所留心，所

以文中的批评都极为精到，比如说“语源研究是‘求大同，存小异’的研究，如果对音韵没有科

学的宏观的分类，就会流于汗漫无边，或失之苛碎支离。⋯⋯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声类分得

越细越好，那也会模糊了对本来是同源的词的认识，失之支离。从语音学来说，只要是科学

的分析，当然是越细越好。但从语源学来说，如果只注意语音微观上的小异，而不能求宏观

上的大同，那是难以进行研究的。因为同源字的产生，是在大致的语音分类的基础上的，而

不是在细微的音素分析的基础上的’，①第289页。读到如此深刻地批评，我们自然会想到曹子建

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的“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

虽用于文学批评，不免失之一偏，但用来移论学术批评，却自为无可非议。谈到这里我们不

得不遗憾地指出，当今的学术界的不少学术批评文章，有不少简直就像孔颖达在《尚书正义

· 序》中所指责的一样“义既非义，文又非文”，换句话说，既不见其中有什么学术价值，又难

睹评论者文笔之佳妙，不伦不类，适成“伪体”。我们真诚地希望当前的学术评论家们能多多

    〔3〕此据黄焯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石定果《题辞》转引，直接出处，愧无所知，参《黄焯文集》，湖北教育出

版社，1990年版。另外，值得在这里申说的是，近几年，不少学者曾著文探讨为何当代产生不了大师，窃以为造成当代缺

少大师的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却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穷一生精力为之，故前人首重家学、师承，我们

注意到，最近费孝通先生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师承 ·补课 ·治学）)（三联 2001年版），费先生可是拿得洋博士的。而

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当今五六十岁这批人，都谈不上有什么家学；至于师承，由

于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脱轨，年轻人在学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几乎失去了亲炙名师的机会，所有这些都使得现在的这

批学者无论知识积累、还是知识构成，与前人相比，都如“速成班”毕业者。尤可怪者，在当今教育体制下，不少人从甲专

业，考取毫不相干的乙专业研究生，三五年混得一学位后，竟也能开科取士，这种人更无所谓家学、师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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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像文集作者所写的这种高质量的学术批评文章。至于考俗字类的文章，因作者此前已

收录于《敦煌问学丛稿》一书，故本论文集收录的较少，不过这却是作者近十年来学术转向后

研治的一个重点，也是作者最见学术成绩的一个部分。窃以为以前的敦煌俗字研究，虽成绩

巨大，但尚嫌“粗放”，远远还谈不上“精耕细作”，本论文集的作者以徐鸣谦先生所授探语源

之法，治蒋云从先生毕生从事的敦煌俗字研究，较同辈学人起步稍晚而创获颇丰。集中《敦

煌俗字研究法》①第23’页、《敦煌通读字研究刍议》①第239页二文，发凡起例，既略见作者研治方法

之一斑，也足以使我们认识到目前敦煌变文的研究仍然大有可为，还远远未到有些学者所说

的“刀枪人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我们在阅读本论文集时，会发现作者在文集中经常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作者的本

师徐复先生、一个是与作者有世谊的蒋礼鸿先生。这不是拉大旗作虎皮，众所周知，徐复先

生退休前不过仅是一个硕士生导师，作者在这里反复称及徐复先生，我想主要是由于两个方

面的因素，一是显示了作者对徐复先生治学方法的崇敬（作者将徐老的治学方法简要的概括

为：探语源）；二是明示时人自己的渊源授受。确实，我们读这本论文集，总是觉得仿佛依稀

从中看到了徐复先生等前辈的影子，看到了徐复先生等前辈的治学方法和优良学风。比如

作者在论文集中对徐、张、蒋诸位师长的反复称说，使我们想到了徐复、蒋礼鸿、张舜徽诸先

生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对自己的师长的深切怀念〔4〕；作者对门弟子调查结果也予注名，不

隐人善的做法①第’‘、第26‘页，又使我们想到作者当年的老师徐复先生也正是这样做的衅 3’’页；而

作者的《通假字拾话》①第”4一’79页、《“‘局’字从厂从句句亦声”说》①第2’8页等文，和徐复先生的

《通假字质疑》⑤第340一“44页、《农、襄二字古文说》⑤第“页、《虿从合囟说》⑤第6页；作者的《敦煌俗字研

究法》①第23’页页和蒋礼鸿先生的《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⑥第36页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更是一

目了然，不待称说。特别是如果我们把作者在《语词溯源与词典编纂》中对后汉崔胭《与窦宪

笺》中“公侯非麋兕射”一句的校勘①第’9’页页，和徐复先生对《荀子 · 正论》“故鲁人以搪，卫人

用柯，齐人用一革”一句的校勘联系在一起⑤第’34页，我们自然就会明白徐复先生的治学方法

对作者的影响有多深〔5〕。可惜呀，今人论著中绝少有提及自己师长者，不知是嫌自己的老

师名头不响，不值得称扬呢？还是如今的老师都已摇身一变为老板，师生之间已经全然没有

了以前那种共同献身于学术的真挚的情感呢？亦或是现在的学生出师后，都想学孙悟空呢？

不过，孙悟空学成之后，闭口不谈自己的老师，是怕连累自己的老师，现在的学生呢，恐怕更

多地是担心连累自己，怕别人说自己的成就是来自老师的传授，影响自己将来的学术地位

吧 。

    需要指出地是，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虽以字词考辨类为主，但也不乏一些反映了作者

在理论与方法上所作的探索，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怎样看待前辈学者提出的“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蒋礼鸿先生曾说“考据学者曾

提出‘孤证不立’这个戒律，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主要看证据立不立得住脚。立得住一条也够

〔4〕 我们只要随便翻翻《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蒋礼鸿语言文字学论丛》，就能看到他们对自己老师章炳麟、钟泰
等人的称说，而张舜徽先生《旧学辑存》中更有《忆往编》专章记述自己所交往过的师长。

〔5〕文集作者曾自述文革后，得到徐复先生《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油印本时，欣喜不已。而这里作者纠正
的恰恰属于一个二重误例中的“既讹且倒”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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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⑥第36页。只是，蒋先生所论尚嫌含混，缺乏可操作性，什么叫证据立得住脚，什么叫立不住

脚，衡量它们的标准又是什么。本论文集的作者则指出，所谓“孤证不为定说”，主要应是针

对排比用例法，若“探源法则不惧孤例，只要能得其正确的语源，孤例也可解，而且可一语破

的，以简驭繁，不必多举用例’，①第31。页。这个论述就比蒋先生要清楚明确多了。对“孤证不为

定说”的问题，笔者也早就作过思考，笔者个人认为不仅探源法不惧孤例，排比法同样也不排

斥孤例，大概在七年前，笔者在阅读《九尾龟》第一百六十一回时，发现其中有“沈二宝见了那

少年男子居然向他一笑，只喜得眉飞色舞，毛骨悚然”之类的语句，就给《辞书研究》写了篇小

文，大意是说现行辞书一般把“毛骨惊然”这个词解释为形容一个人受到惊吓或恐惧的样子，

释义未免太窄，其实，应释为受到外部强烈刺激，初不论这种刺激是好的还是坏的。结果被

编辑部退稿，理由就是“孤证不为定说”。当时曾想就此撰文展开讨论，然因循未果。现在愿

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以为前辈学者提出“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自有其

积极的意义。因为你如果只把你的论点建立在一个孤零零的证据上，特别是这个证据如果

还是出自古代典籍的话哪 是很危险的。因为既是孤证，就说明它出现的语言环境单一，你

不能保证你对引用材料的理解绝对正确，你也不能保证这段古籍在传抄中没有发生讹误。

比如乡有人仅根据《史记 · 大宛列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

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一段话，就说其中的“信”是“书札”的意思⑦第6顶，可我

们不禁要问：“信”还可当“信物”讲，为什么这里的“信”不能说成是“信物”的意思呢？你能肯

定你对古籍的理解就绝对正确？又如胡应麟仅根据他所见《历代三宝记》中有“开皇十三年

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就说雕版始于唐代⑨第36页，在这里“雕版”自然不存在歧

义，可你能保证你引用的这段古籍没有讹误吗？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问题又有两个方面，就

拿词语考释来说吧，笔者认为对于出现在经典作家经典作品中，语境明确，不含歧义，又不可

能发生讹误的个别存在着有异于常义的词语的语句，即或是孤例，我们也应承认这种语言事

实，而不是漠视这种语言事实。像前引《九尾龟》中的那句话，我们既可以排除句中“喜”是

“吓”字之类讹误的可能，也可以排除“毛骨悚然”是“手舞足蹈”之类词语讹误的可能，更可以

排除版本发生歧异的可能，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否认“毛骨悚然”可以用来指一个人高兴的

样子呢？法律上不是还要讲“谁主张，谁举证”嘛。研究语言既要承认语言的“通”（语言的使

用要遵守一定的通则），又要看到语言的“变”（语言又是变化的），并且语言的“变”多是渐变，

所谓一叶落而后天下秋。忽视语言渐变在书面材料上留下的蛛丝马迹，审慎虽不失审慎，却

未免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

    二是作者提出希望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学者们能同时将探源法和排比法施之于同一个词

的切｝诂，以提高训释的准确性①第3’颐。其实，我以为不仅是要将探源法和排比法，结合起来

使用，还要尽可能的把各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为探索语源也好，排比用例也好，各有攸

当，不可偏执一端。比如运用探索语源的方法，对使用者的小学素养要求较高，并且也不是

所有的词我们都能弄清其语源；而有些词语的考释，又几乎无法运用排比用例法，像方以智

在《通雅 ·涟语》中一共列举出了联绵词“逶迤”的三十二种异写形式，其中有的书写形式古

籍中仅出现过一两次，如果凭借排比用例法对这些词进行训释，恐怕是不可能的吧。我们看

王念孙《读书杂志》，就会发现他就经常是使用各种考释方法以对词义进行探寻，比如既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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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文，又根据对文，还运用排比用例和探源法，假设根据异文考释词语语义的准确性只有

50%，根据对文或排比用例考释词语语义的准确率也不高（为便于后面计算统一定为

50%)，那么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所得出的结果都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几乎没

有使用的价值，但三种方法一旦结合起来使用，其准确率就能一下提高为 1一（l 一50%) X (1 -

50%) X (1一50%）一87.5%，可谓八九不离十了。虽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已经具备了使

用价值，这就是二王在词语考释中为什么精诣罕匹之所在。反之，如果二王在词语考释中仅

仅使用其中某一种方法，则每每出现错讹，我们只要仔细分析章太炎在《王伯申新定助词

辩》、裴学海在《古书虚字集释》中对二王的批评，就自然会明白这点。可惜这个道理现在有

的人竟然还不知道，仍然单独使用某一种方法如异文或对文来进行词语考释，这就没有了清

儒的谨严而只得其流弊了。

    对于古籍数字化工作，本论集作者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说在进行古籍录人时，“要尽

量不要去改动底本，有异文尽量在校勘记中去说明，以免形成一个在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新

的本子’，①第340页。而当前不少电子图书连所据版本都缺乏必要地交代（是否怕侵权），更不要

说校勘记了，因此“只能作为索引，无法直接使用”①第43页。可惜，有些人见不及此，反把什么

宝典之类当成枕中秘籍，喜其“绝无检书之劳，而有引书之乐”，使用时，根本不进行任何说

明，既有悖学德，也是对读者的极端不负责。

    当然，本论集也并非尽善尽美。首先从体例上讲，作者标注参考文献页码，前后龃龋。

忽而“页多少多少”，忽而“多少多少页”，这种情况在《敦煌问学丛稿》中就已经存在，而作为

曾为之撰写书评的人，我不得不在这里承认，没有尽到一个批评者的责任。其次在词语考释

中，有时作者放弃了自己坚守的探语源之法，而运用排比法，结果造成在排比用例，提取词义

时，没有坚持词的常义原则，释义缺乏说服力。像书中 55页说“地，指血亲关系”，我认为就

不如说“地”是指门地，直截了当。同样，61页说“时来，义同昌运”，更属错误。我个人认为

“时来”根本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或短句，它的意思是“时机到来（的时候”)，该词组似

从《史记 · 淮阴侯列传》蒯通“时乎时，不再来”句而来。罗隐《筹笔驿》“时来天地皆同力，运

去英雄不自由”,“时来”、“运去”对举，其为一主谓关系的词组而非一偏义关系的词组更为显

豁，不知作者为何在正确指出其为主谓关系的词组后却用了一个偏正词组去解释。再说将

“时来”释为“昌运”,“昌”义从何而来？65页作者仅据两则语言材料中相关语句之间的对应

关系就说“拉”有“超越”义，也嫌证据薄弱，我们不怀疑作者考释的正确性但似还应结合其他

考释词语方法，以探明其确切词义，否则缺乏说服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界一些人每出一本书，总热衷于找一些不明不白的人写些不痛

不痒的文字，美其名曰学术影响。其实一本书是否具有学术上的价值，本无关乎能否在当时

博得多少通俗名气，而在于这本书本身是否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并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从

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书评都无写作的必要，因为真正有价值的书无须借重于我们的批评而没

有价值的书则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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